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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阐释的限度问题

丰 子 义

［摘 要］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阐释。要使历史研究健康进行，必须保持历史阐释的严
肃性，合理把握历史阐释的限度。一是历史阐释的“主体限度”，即阐释的主体性必须要以
阐释的客观性为前提，不能把阐释的主体性等同于主观性; 二是历史阐释的 “价值限度”，

即价值评价要以事实为基础，合理对待价值评价中的利益限定、历史限定问题; 三是历史阐
释的“事实限度”，即不能以史家的 “历史史实”取代客观的 “历史事实”，要从总体、过
程、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来把握历史事实; 四是历史阐释的 “叙述限度”，即历史叙述不能
随意演绎、虚构，叙述的逻辑必须反映历史的客观逻辑; 五是历史阐释的 “规律限度”，即
历史阐释不能仅仅停留于历史现象的描述，应对历史规律予以深刻的分析和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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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阐释。历史阐释并不仅仅是历史解释和说明的方法、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
一个历史哲学问题。无论是历史阐释的理论出发点，还是历史阐释的内容、方法本身，都明显地体现
了对历史的基本态度和看法，因而是历史观点、历史思维、历史价值取向的综合反映。伴随解释学的
兴起，历史阐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大大推

进了历史研究。但是，阐释的不恰当使用，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理论混乱，尤其是相对主义的阐释，

使得历史认识蒙上了一团迷雾。张江教授曾以“强制阐释” ( 张江，2014 年 a) 来描述这种乱象并予
以深刻的分析，所揭露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注意的。要使历史研究健康地进行，必须保持历史阐释的严
肃性。为此，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严格把握历史阐释的限度，即阐释的合理界限。超过了限度，就会
走向强制阐释。对历史阐释的限度问题作出必要的分析和说明，正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一、历史阐释的 “主体限度”

历史不会自我呈现，已经消逝于过去时间长河的事实再现为 “历史”的过程，必然需要通过阐
释才能成为历史。只要历史需要经由阐释，必然内在地蕴含主体性，因为任何阐释必然是一定主体的
阐释。历史学的主客体不像自然科学的主客体那样明确，历史学的主客体并不构成现实的主客体关
系，其客体主要是历史文本、文献、资料等，这种时空上的间隔，更突出了主体的阐释作用。尤为重
要的是，没有主体的介入、没有对主体性的关注，对事实的历史性阐释也就没有可能。如对资本主义
社会，古典经济学把作为主体的人这一重要因素排除出去，结果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 “自然”

的而非“历史”的社会存在。马克思与其相反，正是抓住了人的主体性活动及其联系与发展，才对
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历史性的而非自然性的阐释。确如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
“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第 19 页) 离开了主体和主体性，就不可能进行正常的历史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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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阐释的主体性不能等同于主观性。发挥阐释的主体性，必须要以阐释的客观性为前
提。这是历史阐释的“主体限度”。无论主体性怎么发挥，都不能虚无和否定历史的客观性。这一道
理不难理解，关键是要明确主体性与主观性在历史阐释上的原则区别。历史阐释的主观性不同于主体
性，它是源于用外在于历史的尺度来阐释历史，从而对历史作出外在的以至歪曲的理解。如施蒂纳就
是用利己主义原则来阐释历史，将历史比附于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成熟的不同程度。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中对此予以深刻的批判，认为施蒂纳的解释方式 “不是 ‘把握世
界’，而只是把他关于世界的 ‘热病时的胡思乱想’当作自己的东西来把握并占为已有。他把世界当
作自己关于世界的观念来把握，而作为他的观念的世界，是他的想象的所有物、他自身所有的观念或
他的关于所有物的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27 页) 用外在于历史的尺度来阐释历
史，也是传统思辨历史哲学的共同特点。像康德的自然理性、费希特的绝对同一、黑格尔的绝对观念
均是如此。而历史阐释的真正主体性则是用内在于历史的尺度来阐释历史，即从历史自身来解释历
史，不外加任何原则、想象。既然阐释原则内在于历史，这就直接涉及到了阐释的客观性。因为坚持
内在于历史，就是坚持阐释必须符合历史事实，必须反映历史本来面目，不以任何幻想的联系和原则

强加于历史。这样的客观性便形成了主体性的合理边界。所以，突出主体性与强调客观性并不是矛盾
的，而是内在统一的。

用内在于历史的尺度来阐释历史，这样的阐释何以可能? 或者说，用内在于历史的尺度阐释历

史，即“用历史解释历史”，是否又意味着主体的放逐呢? 回答是否定的。这种主体性的历史阐释之
所以可能，其根据就在于历史就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
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18 － 119 页) 历史作为人的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这既是历
史阐释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历史阐释的对象和目标。放逐了主体活动，历史的阐释就是不可思议的。

不仅如此，历史也是经由阐释主体而呈现的，没有主体性的发挥，历史也就难以揭示出来。因此，用
内在于历史的尺度阐释历史，非但没有抹杀主体地位，反而要求这种历史阐释必须致力于凸显人的主

体性，不能像黑格尔那样用“无人身的理性”来解释历史，把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发展史。历史
阐释是否客观，不在于这种历史阐释承认不承认主体的地位，而在于这种历史阐释是否真实反映了主

体活动即历史活动的客观实际。

由于历史阐释总是由一定主体所作的阐释，因而对阐释主体自身需要作出合理的定位与把握。历
史认识无疑是通过历史学家的阐释来进行的，但这种历史认识不能只是历史学家个人的认识，同时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的认识。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历史认识和历史阐释的主体不是抽象的、孤
立的个体，而是社会的个体。每个历史学家都生活于一定时代，他不可能超越历史，不可能摆脱一定
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 E. H. 卡尔 ( Edward Hallett Carr) 认为，在历史认识过程中，即
“现在的历史学家与过去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过程、一种对话”时，必须考虑历史认识的主体即
历史学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必须分清 “历史学家在多大程度上是单独的个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是
其所生活的社会、时代的产物”。( 卡尔，第 123 页) 之所以要作这样的区分，就在于它关乎历史事
实的认定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历史事实的事实是关于个人的事实，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关于社会事实
的事实”。( 同上) 在他看来，作为历史认识的主体，“历史学家毕竟是单个的人。像其他单个的人一
样，历史学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不仅是其所属社会的产物，而且也是那个社会的自觉的或不自觉

的代言人; 他就是以这种身份来接触过去历史的事实”。( 同上) 既然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那
么他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就决定了他看待过去历史所采取的视角和观点。因此，卡尔主张人们在
研究历史之前，要先研究历史学家; 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先要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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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在这方面，伽达默尔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在对阐释主体的看法上，伽达默尔强调，不是历史属
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在我们进行反思、解释之前，包括自我体验之前，就已处于社会生活之
中了。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走出主观论哲学。所以伽达默尔将解释中的 “先见”或基本看法不
只是作为个人的意识，而且是作为人的历史存在来看待的。由于历史阐释的主体不仅仅是单独的个
人，同时又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因而对其主体性的发挥和所作出的历史阐释应予合理的辨识与考

量，不能离开社会来孤立看待主体性的发挥。

既然历史学家无法超越时代和历史条件去研究和认识历史，因而对历史的阐释自然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其实，不光是历史认识，包括所有认识，就个人而言都不可能超越时代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人
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认识事物的，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可能达到什么程度。但是，认识的条件性
并不排斥乃至否定认识的客观性。条件可能会影响到历史阐释主体的认识水平和阐释水平，但不会动
摇历史阐释对象的客观性本身，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

不管历史阐释面临什么情况，如实直书，真实地再现历史，始终是历史学家的学术操守和使命职

责。由于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学术背景的不同以及史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历
史学家的学术实践有着较大差异，因而关于历史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是，力求真实
地反映和再现历史，这是史学家最为基本的学术道德准则，也是历史阐释主体性发挥的基本准则。

二、历史阐释的 “价值限度”

历史阐释总是与历史价值观连在一起的。历史的再现需要历史的书写，历史的书写必然要有历史
学家价值观的参与。无论是材料的选择，还是史实的解释与评价，都会受到书写者价值观的制约。只
叙述不解释的历史学是极为少见的，只叙述而不讲道理的史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而是史料学。

与此同时，历史史实也只有通过阐释才能使其意义彰显出来。因此，历史认识论与历史价值论是不可
分割的，所谓“价值中立”是难以成立的。对此，马克思当年对蒲鲁东的 “客观主义”就进行过批
判，认为蒲鲁东对波拿巴政变所作的所谓历史说明，在客观上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一种历史辩护，

“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第 580 页) 列宁后来在批判俄国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时也对其客观主义作了深刻的揭露批判，并
划分了客观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界限: “客观主义者谈论现存历史过程的必然性; 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
地肯定现存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
有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 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
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 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 ‘支配’当前经济制度、促使其他阶
级进行种种反抗的阶级。”( 《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362 － 363 页) 可见，客观主义不等于唯物主义，

更不能用客观主义取代唯物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只要进行历史研究，不可能回避价值评价与
价值判断。所谓取消价值判断，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所以，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 ( George Clark)

强调指出: “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
( 克拉克主编，第 31 页)

既然历史阐释离不开价值观和价值评价，而在现实生活中，价值观又是多元、多样的，那么，究
竟如何保证历史阐释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这就产生出历史阐释的 “价值限度”问题，即价值评价不
是任意的，而是有其合理界限的、有底线的。

在历史阐释的价值问题上，主要涉及的重点是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的关系问题。事实评价与价值
评价不同，事实评价主要是描述客观的历史过程，价值评价则是关于事实价值的主体判断。但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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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价值评价尽管是主观的，但只要价值评价不是偏见，不是主观随意性的主观
武断，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一个真正具有价值的评价，必须是尊重事实，以事实为基础的。完全歪曲
事实、伪造事实的价值评价，是毫无价值的价值评价。借口价值的多元性来歪曲历史，绝不是严肃的
价值评价。所以，从总的原则上来说，在事实与价值关系上，应当是价值服从于事实。这是价值评价
最基本的限度。历史阐释力求实现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的统一。

按照这一原则，在历史阐释的价值评价上，应当注意这样一些具体限定:

一是价值评价的主体限定。历史的价值评价当然需要历史学家来进行，但价值评价的主体不能完
全归结为历史学家个人。个人的评价固然值得重视，但因其各种因素的限制，往往会有一定的局限，

其评价易于为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所左右。因此，评价主体既要尊重历史学家个体，又不能限于个体，

应当具有更大的公共性和普遍性。从其学科、专业的角度来考虑，评价主体不能只是个体，同时也是
群体，其他史家的评价意见同样值得关注，相互吸收借鉴，以形成比较一致的合理评价。从其广泛的
意义来考虑，真正的评价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人心向背，是价值评价最好的尺度。违背民意的评价
无论如何称不上合理的评价。在这方面，应当正确对待和处理好评价的个体与民族整体的关系。价值
观不仅体现于史家个体，而且体现于民族整体; 特定的民族有其特定的价值观。有鉴于此，史家对于
价值的阐释和所持的价值判断，不能仅仅是个体性的，同时必须反映和代表整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史

家个体只是民族价值立场的代言人和阐释者。当个体与民族在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上发生矛盾时，常
常会因民族的选择和历史的淘选而得以协调和弥合，最终达到统一。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正如张江教
授所言，史家个体在某一时期所作出的 “价值判断因为与民族整体价值取向的错位，必然在时代发
展中被遗忘和摒弃。只有那些契合民族价值取向的历史和价值判断，才能得到肯定和留存，汇入历史
的传续之流”。( 张江，2014 年 b)

二是价值评价的利益限定。价值评价与利益直接相关。价值的背后是利益，价值不过是利益的文
化表达。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利益，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在历史研究中，真正合理的价值评价，

反映的不能仅仅是史家个人的利益或某一群体、某些人的利益，而应是历史的主体———广大人民群众
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应该成为历史学家价
值评价的基本依据。对于这样的评价方式，应当注意马克思在 《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一伙关于历
史评价观点的驳斥和批判。鲍威尔一伙把思想与群众、利益对立起来，认为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活动之
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

他们所依据的主要是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情况，认为这场革命之所以是不成功和没有成效的，就在
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吸引了群众参与，结果启蒙的普遍人类幸福理想并没

有实现，革命最后以市侩的鄙俗的专制而告终。马克思透彻地批判了这种论调，认为 “思想一旦离
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03 页) ; 启蒙思想家关于实现
人类普遍幸福的思想之所以未能实现，并不是它迎合了群众的利益，恰恰是因为它没有真正代表群众

的利益，它把资产阶级利益冒充为全人类的利益，期待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当

然不可能有成效和取得成功。鲍威尔一伙在历史评价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思想与利益的真实联
系，以致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对历史作出歪曲的评价。

三是价值评价的历史限定。这就是在对历史进行评价时，不能仅凭自己的情感、立场主观认定，

而是应当看其是否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否体现了社会进步。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是如
此。如果有助于推进社会进步，就是肯定性评价; 如果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历史进步，就是否定性
评价。背离历史进步的价值评价绝对不能是合理的价值评价。据此，在评价上应当坚持历史主义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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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如对待奴隶制，从现代的观点看，肯定是要受到诅咒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它也代表着一
种进步。“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 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
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24 页) 又如对待历史进步的“崇高”与“鄙俗”，也要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不可作抽象的
理解。马克思曾举例说，财富在古代人那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在现代人那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
的，相比之下，古代的观点比现代的观点 “显得崇高得多”。但是，如果不是表面地、抽象地看，而
是放到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来评价的话，“崇高”与“鄙俗”就需要作新的理解了。“古代世界提供
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 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

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487 页) 用一种怀旧的、诗意的 “崇高”来看待社会发
展，必然会作出似是而非的评价，甚至对社会发展作出严重的误导。因此，价值评价不能脱离历史
进步。

历史价值评价涉及道德评价，但又不能归于道德评价。仅从道德上来评判历史，不可能真正揭示
其“历史正当性”。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就曾谈到关于历史的道德批判问
题。针对海因岑把历史和道德对立起来进而用道德来评判历史的观点，马克思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
判，称海因岑为“道德高尚的庸人”，指出他用所谓公平的道德来评价社会历史的做法只能是不切实
际的空谈，把发展说成是道德上的背弃不过是庸人之见。“背弃! 批判化的庸人可以丝毫不懂这个词
的含义而用这个词来辱骂任何一种发展; 他可以郑重其事地把自己本能上的发育不全完全相反地说成

是道德上的十全十美。例如各国人民的宗教幻想把无罪的时代、黄金时代列在史前时期 ( 当时还根
本没有任何历史发展，因此也没有任何否定、任何背弃) ，从而辱骂了整个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 4 卷，第 329 页) 固守一种陈旧的道德标准来看待历史，自然不可能作出公正的评价。

三、历史阐释的 “事实限度”

历史学不是形而上学，它所依据的是历史事实。但在历史研究和历史阐释中，何谓 “历史事
实”，却是一个大有争议的问题。19 世纪，史学界盛行的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史学把 “事实”理
解为历史的全部，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收集史料、辨析史料、整理史料。继实证主义史学之后，对
“事实”的研究主要来自后现代主义史学和后现代解释学的冲击，如何看待历史事实成为首当其冲的
问题。在后现代主义史学和后现代解释学那里，所谓的 “历史事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历
史学家所理解的事实，“存在就是被解释”。这样一来，历史根本没有什么真实性可言，因为历史事
实就是存疑的，那么由此建立起来的历史也就很难是确信无疑的。这是对史学研究的一大挑战。

如何看待“历史事实”? 不容否认，历史已经逝去，历史事实不可能直接呈现，它只能借助于阐
释、书写“复原”出来。卡尔对历史事实作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事实的确不像鱼贩子案板上的
鱼。事实就像在浩瀚的，有时也是深不可测的海洋中游泳的鱼; 历史学家钓到什么样的事实，部分取
决于运气，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学家喜欢在海岸的什么位置钓鱼，取决于他喜欢用什么样的钓鱼用

具钓鱼……历史意味着解释。” ( 卡尔，108 页) 历史事实确实需要阐释，但这种阐释并不是任意的，

同样有一个限度。其基本的限度就在于: 被书写的历史事实不是主观认定的，它必须有确凿的根据，

包括文献资料的根据、考证学和考古学的根据等。虽然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也可能有争议，但经过不
断的核实、辨别，还是能够弄清楚事实真相的。这就是说，历史事实不排除阐释，但无论怎么阐释，

都不能否定和推翻客观的事实。历史学家眼中的 “历史史实”与客观的 “历史事实”可能会有某种
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说，二者是一致的。没有 “历史事实”根据的所谓 “历史史实”，是不足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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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角度的不同并不能取代历史事实的真实、客
观。卡尔指出: “不能因为从不同角度去看，山会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就推论出山在客观上是没有形
状或有许多形状。并不能因为解释在建构历史事实中起着必要的作用，也不能因为现有的解释不是完
全客观的，就推论出这一解释同另一种解释同样好，就推论出历史事实在原则上没有服从客观解释的

义务。” ( 卡尔，112 页) 假如没有历史事实，有的只是不同的看法，那么史学的研究也就没有必要，

探讨历史便成了一个“伪问题”; 假如没有历史事实，也就没有历史科学，无视事实的科学难以成为
科学。

要尊重事实，还需要对事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按照唯物史观，在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和理
解上，应当注意把握这样几点:

其一，要从总体上来把握历史事实。这就是要用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事实。因为任何
事实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管中窥豹”，其实连一斑也难以辨认。唯有从总体的角度来看待事实，才
可能对事实有一个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列宁在谈到对待事实的态度与方法时就讲过: “在社
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
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

都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一顽强
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
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 《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364 页) 对于研究的整体性，法国的年鉴学派
也特别重视并有独特的论述。年鉴学派主要是从时间的角度来阐发的，在他们看来，历史的时间分为
两极: 一极是“瞬时性”，一极是“长时段”; 瞬时性指向的是事件以及以 “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
治史，而长时段指向的是趋势、周期、结构以及呈现它们的整个社会历史。他们不否认瞬时性，但更
强调长时段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并认为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更好地把握瞬时性即具体历史事件，唯

此，马克·布洛赫 ( Marc Bloch) 提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 ( 布洛赫，第 23 页) 。

强调总体性，并不排斥对历史细节的研究。要弄清历史事实，一些细节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和必
须的。有时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和来龙去脉，甚至需要非常精细的考证和辨别。这是史学研究的客观要
求。但是，历史事实研究不能混同于历史细节研究。历史细节可能掌握得非常具体，但历史事实不一
定弄得很清楚。历史细节的真实，不等于历史事实的真实。因为历史细节纷繁复杂、有轻有重，并不
是所有细节都有助于弄清真相，有些细节还可能掩盖真相。所以，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应当重视的是
那些重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细节。

其二，要从过程来把握历史事实。历史发展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内在脉络的连续过程，各种历
史事实都是历史发展的环节和要素，每一种事实只有放到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看待和清楚

的说明。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中世纪研究中割裂历史和
歪曲历史事实的做法，就提出强烈批评。他认为，非历史的观点把中世纪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
成的历史中断，中世纪的进步完全被忽略和否定，“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
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9 页) 恩格斯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不能用后来的偏见割裂历史，不能用割断历史的方法
来孤立看待历史事实。

从过程来把握历史事实，还有另外一重含义，这就是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也是一个过程。从史实来
看，历史事实真相的暴露是一个过程，而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和揭露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具体研究过程
中，不断发现的新材料往往迫使历史学家重新修订或改写历史，但每一次修订或改写，都是接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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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追求历史真实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伴随研究成果的累积，研究也会越来越近于历史真实。

即使一些研究成果在后来的史学实践中被证明是不充分乃至是错误的，这也不是怀疑历史真实的理

由，因为特定条件下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随着条件的改变和研究的深入，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也会逐

步提高，历史事实随之会得到越来越清楚的呈现。

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条件下对历史的认识确实具有相对性，但这种相对性并不排斥历史认识的

客观性。历史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在相对确定的范围内，对历史的某种认识就是确实可靠的、客观
真实的。不能拿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来对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在这一点上，必须
谨防由历史认识的相对性走向历史相对主义。前者是以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为前提的，后者恰好是要摧
毁这一前提。

其三，要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来把握历史事实。任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
件下产生的，因而要确定和阐释这样的历史事实，必须将其放到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来考察。了
解了这样的大背景以及由此引起的来龙去脉，才能对历史事件与人物有一个清楚的认定和客观的评

价，否则难以还原历史的真实。如对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认识和评价，不能抽
象地评论其利弊得失、是非功过，而应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进行具体分析。尽管这两次农民
运动存在局限，但在当时民族危亡的情况下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粉碎了外国侵略者吞并和瓜分

中国的迷梦，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因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两次伟大的农民运

动。研究一个国家、民族特定阶段的历史也是如此，应当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来予以观照和
考察。尤其是自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个国家、民族的联系日益密切，以致任何一个国
家、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 “世界历史”的制约，因而研究民族史不能离开世界史。为此，在 20

世纪西方史学中，“全球史”的研究成为一种重要思潮。全球史观的主要代表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
勒克拉夫 ( Geoffrey Barraclough) 认为，面对美洲、非洲、中国、印度和其他欧洲之外国家和地区的
历史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再用传统的历史发展模式来解释显然已不合时宜，因此有必要提出新的
整体历史格局来取而代之”。( 巴勒克拉夫，第 2 页) 这就是要突破 “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用全球
史的观点来看待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及其发展。这样的研究方式是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的。

四、历史阐释的 “叙述限度”

历史的书写和阐释，必须有叙事。虽然叙事不是历史阐释的全部，但毕竟是其主要的内容。如何
进行历史叙事，直接关涉历史阐释的成效。

20 世纪 60 年代后，伴随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兴起，历史叙述逐渐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其基本
倾向就是认为任何历史事实都不可能超越表达这些历史事实的语言，叙述历史无非就是在 “讲故
事”; 历史学家写历史，与其说是寻求历史真实、追求真理，不如说是追求语言的效果; 历史语言与
文学语言一样，都是书写表达作者某种愿望的虚构故事，是想象的产物。这样一来，历史完全变成了
历史学家的创造物，“文本之外无他物”。由于将历史变为历史叙述的产物，因而历史只与叙述结构、

叙述方式有关，其客观性与真实性也就消解了; 历史学家主体性与历史真实之间并不只是一种认识主

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是彼此融为一体，融合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之中; 历史叙述之外，不存在

任何客观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观在当代已由历史编纂学扩展到文学、艺术。文学和艺术通过影视变为
历史的代言人，历史变为戏说。

应当承认，历史叙述可以有生动的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历史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但
是，历史学毕竟不是文学、修辞学。文学和修辞学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历史，甚至可以虚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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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情节，但历史学绝对不允许这样的处理方式。历史研究的使命就是寻求历史真实，而不是以单
纯虚构故事情节来取悦读者。实际上，真正严肃的文学在表现历史时也是坚守历史的真实性，不仅仅
是追求演绎、虚构。所以，历史叙述可以生动活泼，但其基本的限度是: 叙述的逻辑必须反映历史的
客观逻辑。这就是说，历史叙述必须忠实于客观的历史，不能随意歪曲历史; 历史叙述的逻辑展开必
须体现历史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不能任意演绎历史。无论是叙述的内容，还是叙述的方式，都要经
得起历史的检验。历史叙述和书写中的史实，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客观历史事实及其发展逻辑，这是衡
量一部史书是否科学的标志。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之所以强调历史叙述的语言和话语问题，有其特定的指向和用意。它旨在揭示
不同的历史叙事背后所隐匿着的一定的权力意志，所谓“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就是这一意思。

这种状况在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学中确实存在。另外，后现代主义历史学也提出了传统历史认识往往
忽略的问题，即主体认识在历史知识生成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强调对历史差异的认知，反对以

单一的叙事模式来描述历史。应当说，这些主张和观点对西方传统史学的反思、对推翻历史研究中的
“话语霸权”有一定合理性，但把历史叙事仅仅归于话语表述，无视历史真实只追求语言效果，这绝
对不是历史研究的方向。如果坚持历史没有事实只有书写，历史学永远无法跨越历史怀疑论、历史虚
无主义的屏障。实际上，一些睿智的学者看到了这种观点自身的悖谬。如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
德·埃文斯 ( Ｒichard J. Evans) 就指出: “假如每一件事实际上是主观的，假如我们确实对过去不能
有所知，意义只能由阅读文本的人灌输到文本中，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后现代主义者本人正在

叙述的事情呢?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与后现代主义意欲表达的相反意义灌输到这些文本中呢?” ( 见
卡尔，第 35 页)

对于后现代主义所批判、反对的历史叙事，应当关注和坚持马克思的立场、观点。马克思也反对
当时德国思想界所流行的历史叙事，并将其称之为“历史编纂学”，但马克思的历史叙事又与后现代
主义不同，有其独特的方法、原则。首先是强烈反对历史叙述的目的论倾向。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
可谓历史目的论的主要代表。他在 《历史哲学》中所叙述的类似太阳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的历史
行程，就带有明显的目的论。他之所以津津乐道于历史的 “漫游”，目的是为了 “停留”，即历史终
结于日耳曼。与这种目的论相反，马克思坚持用实践的观点来解释历史，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
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相反，“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
动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18 － 119 页) 真正有目的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的活动。

坚持历史目的论，必然导向历史神秘主义。其次是强调历史的 “自我批判”。这是保证历史叙述科学
性的前提和保证。如马克思在谈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时就揭露过其严重缺陷，因为他们 “所说的
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

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
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3 － 24 页) 正是由于缺少 “自我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谈到历史时，总是把资产阶级社
会看作是“天然的”，而把以前的社会看作是 “人为的”。由此形成的历史叙述自然是对历史的歪曲
和伪造。因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
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同上，第 24 页)

历史叙述同时也涉及一个重要的方法问题，即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是
由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中提出来的，对我们研究历史学也有重要意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
学研究要经历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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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8 页) 简要说来，第一
条道路从具体到抽象属于研究方法，第二条道路从抽象到具体属于叙述方法。这两种方法虽然表现形
式不同，但在内容上又是相互贯通的，叙述方法必须建立在研究方法基础之上。在这方面，马克思与
黑格尔的理解和使用大为不同。黑格尔也讲抽象到具体，但他把具体理解为思维自我综合、自我深
化、自我创造的结果; 马克思与之相反，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

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同上，第 19 页) 马
克思关于两种方法的观点给予我们的启示就在于: 叙述方法必须以研究方法为基础。这也是历史叙述
的界限。只有依据大量材料和事实的研究，历史才能被恰当地叙述出来。仅凭想象、话说、隐喻，最
后形成的历史叙述决不是真正的信史。这也是马克思的叙述方法与后现代主义叙述方法的根本区别。

五、历史阐释的 “规律限度”

历史阐释不是单纯的历史叙述，同时也是对历史的解释。解释不仅仅问事实 “是什么”，而且要
问“为什么”。一旦要分析“为什么”，就进入到事实因果关系的分析、规律层次的分析。真正有价
值的历史阐释不仅是要将历史事实描述出来，而且要把表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规律揭示出来，通过
解释，不断接近历史真实。因此，历史阐释不能仅以历史叙述为限，必须加强深层次的规律揭示与阐
发。在历史研究中，“如实直书”的目的并不是讲故事，而是要通过历史真相的揭示告诉人们为什么
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希望人们鉴古知今、有所启迪。这对于历史阐释者来说，也是一种责任和境界。

事实的认知和规律的把握看似不同，实际上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事实的理解和认识离不开规律
的把握。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现实不等于现存，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或者说，具有
必然性的事物和现象才表现为现实性。尽管黑格尔所讲的现实不完全等同于我们这里所说的事实，但
将现实、事实同历史必然性联系起来考察还是有其启发意义的。离开了历史规律的把握，很难看清历
史事件、人物的产生和发展及其真相，甚至会形成某种片面的认识和理解。如历史学界关于 “法国
大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多年来一直存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的
进步吗”? 如果抽象地谈，永远说不清; 如果放到历史发展规律中来考量，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 法
国大革命当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推翻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新兴资本主义的

发展，而且还为各国树立了榜样，加速了世界历史进程。

同认识历史事件、人物一样，对待长时段的历史也必须有规律的把握。假如没有对历史内在联
系和规律的探讨，仅限于玩弄历史的碎片，永远达不到对历史真实的深刻理解。史学当然不是哲
学，它与哲学研究规律的方式不同，但研究方式的不同并不意味着轻视乃至无视规律的研究。历史
的书写不能仅仅停留于小叙事，应当有大叙事，有对历史事实本质、规律的揭示。要不然，历史就
是一堆碎片，就是各种现象的堆积，历史学也就不成其为历史学。诚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的
现象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923 页) 离开规律性的研究，历史的书写就只能是事件的记载，是一本流水账，这样的
历史书写基本上发挥不了什么史学的功能。所以，拒斥历史规律的话语述说，是无深度的、平面化
的历史阐释。

历史阐释既要重视经验事实，又要破除经验主义。“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
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74

页) 马克思一生对历史学有着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其过人之处就在于没有满足于经验现象的考察，

而是从历史的表层走向历史的深处。这个深处就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与规律。如马克思的 《路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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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对事件、人物的分析中不是侧重于一些细节的描述与评论，而是直接深入
到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之中，其深刻程度远远超过了梯叶里、基佐等法国史学家。又如马克思同时
期的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是一部以叙事为主线的当代史著作，又以剖析事
件为中心，但他没有更多谈论革命的详细经过，而是重点分析革命爆发的原因与结果。这些原因，

不应该从一些领袖人物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或错误中去寻找，而是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
家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 革命的爆发是由当时深刻的经济社会矛盾引起的。依据这些分
析，马克思阐述了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些解释和分析是一般历史学家所难以企及的。马
克思对当时的史学研究成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 “现代历史著作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
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450 页)

在对历史规律的阐释中，关键还是要正确看待和处理好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的关系问题。一方
面，不能用历史事实拒斥历史规律。历史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没有历史规律，历史事实必然是杂乱无
章的事件而无内在的联系。对历史事实的阐释不能走向对历史规律的虚无。另一方面，也不能用历史
规律淡化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
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
的”。(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106 页) 历史规律是通过历史事实及其联系呈现出来的，没有对历
史事实及其联系的辨析，也就谈不上对历史规律的合理把握。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历史规律的把握
上，必须看到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观与以往哲学家的历史规律观的原则区别。在马克思之前，一些哲学
家也承认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如康德、黑格尔对历史规律有着大量的论述，但他们均把历史规律理解
为凌驾于历史事实之上的抽象原则或先验原理，历史发展就是这种规律的实现与展开。与之相反，马
克思则把历史规律理解为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历史规律不是先验的原理，而是存

在于历史事实之中。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始终反对把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变为超历史的 “一
般历史哲学”，反对用这样的一般历史哲学来代替或套用对各个国家、民族具体历史发展的解释。把
握历史规律无疑有助于深刻地认识和研究历史，但它决不能成为图解各个历史时代和各个国家、民族
发展的公式，历史研究就得扎扎实实研究历史。这也是规律阐释的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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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OF MAIN ESSAYS

On the Limit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Feng Ziyi

Historical research depends o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Proper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ands the
maintenance of seriou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in which appropriate limi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first
such limit is the“subject limit，”which base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n objectivity，distinguishing it from
subjectivity． The second is the“value limit，”which requires a fact-based evaluation of value with reference to
the questions of interest limitation and historical limitation． The third is the“fact limit，”which calls for
grasping historical facts against the greater background of holistic，process-oriented，and social history rather
than replacing objective“historical facts”with those presented by historians． The fourth is the“narrative
limit，”which refers to the objective logic of history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The fifth is the“regularity
limit，”which prefers profound explorations of historical regularities to descriptions of historical phenomena．

The Chinese Ｒoad and the Chines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hen Shuguang

Modernity，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West，is an unfinished plan for mankind and an unavoidable
undertaking for contemporary China． As the“Europeanization of mankind and the earth”becomes dominant，
China’s early modernity is based entirely o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to the East essentially inspired China’s modernity． However，practice does not yield to any
transcendental logic． The Western discourse of modernity is not the“ultimate vocabulary．”Ｒeturning to China
is the only correct dir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The success of the Chinese road denote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Chines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cends the Western logic
of modernity，enriches the original accomplishments of China，carries on the complex mission of modernity，
and shows the magnificent prospect of modernity． China’s new modernity is unique in the pedigree of modern
civilization，with no one“mooring their lives in a single modernity．”

Filial Piety ( Xiao) -Centered Theory and Benevolence ( Ｒen) -Oriented Theory
in Pre-Qin Confucianism

Zeng Zhenyu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ilial piety ( xiao) -centered theory and benevolence ( ren) -oriented theory reflects
the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ao and ren in Confucianism after Confucius’s death． The
author of Xiao Jing，aspiring to provide legislation for the world，understands xiao as“the law of heaven，”
“the righteousness of earth，”and“the way of the people．”Therefore，xiao exceeds the kinship bounda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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